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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粵劇劇場空間文化演變探析

鄭應峰*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澳門）

摘要：� 澳門粵劇劇場空間經歷了四次轉換，每次轉換背後都聯繫著特定的環境因素和歷史內涵。

四次轉換主要是指從清末19世紀30年代到當代的演變過程。第一次是“搭棚＂時期，粵劇劇場作

為儀程的部分，體現了澳門華人社會民族文化在閾限地帶的中介交融性和自我認同。第二次是志

士班和抗戰時期，劇場空間由劇場性向預設的在場性轉換，體現了歷史進程中的民族意識。第三

次是戲院時期，市民文化消費的市場性決定了粵劇的職業化繁榮，是粵劇劇場性的集中體現。第

四次是澳門粵劇由職業化向業餘化的劇場空間轉換，體現了澳門粵劇和資本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

內在聯繫。

關鍵詞：� 澳门粤剧；剧场空间；在场；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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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澳門粵劇的劇場空間每個不同歷史時期均有

所側重，體現了粵劇文化與市民社會的環境聯繫

和內在互動。澳門粵劇劇場空間的演變既有特定

的客觀因素，同時也聯繫著不同的民俗內涵。澳

門粵劇的發展，可以從其劇場空間的轉換看到不

同階段的歷史特點，反映了澳門粵劇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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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過程。從澳門粵劇可以看到，粵劇劇場空間

並非單純的舞臺空間，它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社

會生活的延伸，歸屬於日常經驗所在的市民公共

領域。

1   儀式性的劇場空間

根據史料記載，至遲在清朝咸豐年間澳門已

有粵劇演出。“粵劇何時傳入澳門，雖是一個尚

待考證的問題，但起碼在 19 世紀 30 年代，即已

在澳門生根開花，並深受民眾歡迎。”[1] 在澳門粵

劇的早期階段，並無固定的演出場所，“搭棚”

成為澳門粵劇的重要演出場所。所謂“搭棚”，

是指用竹子搭建，用以粵劇臨時表演，隨唱隨拆

的粵劇舞臺形式，今天主要見於香港、澳門地區。

對於澳門粵劇而言，“搭棚”既是演出空間，也

代表著相應的劇場文化。清代晚期之前，澳門的

劇場空間並無代表性的固定演出場所，一直以“搭

棚”為主“在清平戲院建成之前，即 1870 年以前，

澳門的粵劇演出場地大都在搭棚中進行。”[2] 這一

時期的粵劇主要以普及為主，和當地華人民俗需

求緊密聯繫在一起。根據研究資料顯示，1830 年，

在澳門華人人口為 3 萬左右，規模性的華人社會

開始形成，而這一時期也是粵劇的誕生和形成時

期，粵劇主要體現為民間文化儀式的一部分，植

根於市民的精神意識。

首先是作為“酬神”的儀式。在澳門華人民

間信仰中，以演戲的形式來感謝神明的保佑自粵

劇傳入之後即已有之，即後來所稱“神功戲”。

十六世紀利瑪竇神父到達澳門的時候，記述曾見

到一種民間戲劇表演，當代學者陳樹榮認為這極

有可能是粵劇的前身。澳門古戲劇什麼時間開始

參與“酬神”儀式，目前尚無確切記錄，有較明

確時間記載的是澳門粵劇。從藝術發展角度，神

功戲促進了粵劇這一劇種的普及與推廣。比如法

國旅行家、畫家博爾傑 1839 年曾在澳門住過半年，

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如果說廟前空地上擠

滿了各行各業的人群以及看熱鬧的人們的話，那

麼廟裏卻是無人問津。早晨有個別虔誠者來幾臺

前拜佛，白天則杳無一人。”[3] 又如瑞典學者龍思

泰在《早期澳門史�對澳門中國人娛樂的反對》

中說道：“告誡書發表的日期是 1816 年 4 月 15 日，

書中以慈父般的語調勸誡說，所有的基督教徒，為

了拯救自己的靈魂，在中國人的遊行隊伍通過時，

不能在街上或透過百葉窗簾觀看，違者革除教籍。

但這種懲戒無法實行，因為在基督教徒總人數中，

也許不到 50 名為成年人，他們能夠抑制誘惑的衝

動。然而，其他人卻認為觀看是一種享樂。中國

人的儀式太隆重了，整整持續了三天。”[4]

然而神功戲粵劇如果僅僅作為民眾娛樂的形

式，則仍未能解釋粵劇在早期幾乎以“搭棚”存在

的問題。“搭棚”從文化意義上來說屬於祭祀程

式，深層次則聯繫著在澳華人的身份認同。有學

者認為：“中國戲曲是世俗的宗教祭禮。有了宗教，

並不一定就會產生戲曲；但是沒有宗教，戲曲是

決然不會產生。”[5] 由此可見戲劇和宗教信仰的密

切聯繫。神功戲的演出舞臺一般都是臨時搭建在

廟宇的對面，讓神明“觀演”，以示酬謝。在澳

門而言，“舉辦神功戲演出，照例都要搭建戲棚。

戲棚多在廟前空地搭建，面向神壇，以方便神佛

觀賞酬神之戲。”[6] 在這個意義上，粵劇的劇場空

間已經不僅僅體現演出的設施功能，更是作為神

佛“觀演”的專門性場所，帶有濃厚的儀式色彩。

而這一儀式則與當時澳門人口結構和社會分層有

關。神功戲出現的清末，在澳華人日漸增多，資

本主義“專營”模式的推行，使澳門華商階層開

始出現。然而，“葡化華人在價值觀念上趨同於

西方，卻不被西人所完全接納；在故土上對‘祖

國’懷有深厚的情感，家鄉人卻已將其唾棄。葡

人沒有將葡化華人視為同族的人，中國人則視之

為‘假洋鬼子’，這勢必會使得這些人在民族情

感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錯亂。”[7] 由於澳門所處位置

特殊，毗鄰大陸，文化交流就從來沒有斷絕過，

母文化影響非常強大，有力地抵抗著外來文化屬

性的侵佔。“澳門處於中西交融地帶，文化視野

的包容性使其具備‘文化中介’的特色。”[8]“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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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介”的特點實際上使被殖民者和殖民宗主國

之間形成一種微妙的文化交融和文化對抗的關係。

“於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優越與自卑、純正與

摻雜、模仿與戲弄的矛盾狀態中，經常形成一種

既排斥又吸引的依存關係。”[9] 又如在十九世紀的

澳門，土生葡人在社會地位上要高於一般華人，

但對於血統純正的葡萄牙人來說，又低了一等，

在這種略微矛盾的身份狀態中，土生葡人戲侃葡

萄牙人為“牛叔”（“牛叔”一說見澳門土生葡

語話劇《畢哥去西洋》，土生葡人調侃葡國葡人

為“Ngau-sok”。），大致說明了澳門城市當時類

後殖民文化的社會結構特徵。粵劇神功戲結合為

民俗祭祀儀式顯在部分，實際上已經通向精神層

面的自我提升，通過祭祀神明這樣的儀程，來喚

起和提醒當地華人的歷史記憶和集體無意識，從

而獲得在社會結構中的自我認同，在殖民者外來

文化和母文化的間隙中保持一種適當的精神張力。

粵劇神功戲處在在地文化和外來殖民文化的罅隙

交融地帶，粵劇正是在祭祀神功戲這樣的層面彰

顯了當地華人的文化潛意識。

2   民族意識的劇場空間

粵劇劇場空間的第二次轉換是在清末志士班

時期。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

號進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動。1889 年，陳少白

等人利用粵劇來宣傳革命，成立粵劇組織，是為

“志士班”的開始。“這種志士班，以宣傳革命，

改良戲劇為宗旨，時人稱之為新劇或新派劇，以

示有別於舊式戲班……乙巳（一九 Ο 五年）東在

各鄉市及香港、澳門登出開眼，所排新劇，頗博

世人好評，實開粵省粵劇界革命之先聲。”[10] 志

士班在澳門的活動，重內容而輕形式，重功用而

輕娛樂。比如，香港記者黃魯逸、黃軒胄、歐博

明等人在澳門成立“優天社”，數月而散。“該

社（優天社）設於澳門，籌備數月後舉行首演 , 當

時許多社會名流出席觀看，並大聲喝采鼓掌。而

黃魯逸認為這些上層人士認可，反說明下層群眾

認為不可，說明了改良的不徹底和失敗，遂決定

將優天社宣佈解散，改名優天影社，表示要徹底

改良的決心。”[11] 黃魯逸志不稍懈，邀請黃軒胄、

陳鐵軍等人在澳門成立優天影社，不久也解散了。

澳門優天社、優天影社都屬於志士班的範疇，其

主要是為社會政治目的服務，在藝術上有突破和

改良之處，時人稱為改良粵劇，但也帶有探索過

程的粗糙之處。當時自詡正統粵劇的“紅船班”

嘲笑志士班，稱之為“白船班”，以示區別。在

劇場空間的選擇上，志士班不拘一格，到廣東各

地、南洋華僑聚居地巡迴演出，其主要目的是為

了推翻滿清，籌措軍火物資。

志士班在澳門的演出，突破了神功戲“搭棚”

的範疇，實際上也是對演劇文化意識的外向延伸。

這時候的粵劇，實際上是以社會空間作為劇場設

定空間，以塑造真實的在場來取代傳統程式化表

演的劇場，是從儀式向現實的轉化，是精神力量

尋求生活依據的社會實踐。這種在場，是指接近

真實的幻覺，也即戲劇在場性的幻覺性體現。這

從志士班改良粵劇的兩大特徵可以看得出來。一

是大量採用粵語演劇。最早的粵劇只有地域意義，

以流行在兩廣地區為特徵，演劇語言並非粵語。

“以前的粵劇用戲棚官話唱梆、黃板腔和念白，

舞臺上使用的語言和觀眾在生活中使用的語言存

在著很大的差別……改良新戲的舞臺實踐驅使志

士班的演員在扮演多種角色時使用廣州方言去演

唱，舞臺語言的改變，直接促進了唱詞、唱腔的

生活化和通俗化。”[11] 採用粵語演劇是由志士班

的任務所決定的，就是要通過戲劇演出來喚起民

眾的反封建革命意識。當時作為和內地毗鄰的澳

門，其精神內蘊和其他中國人渴望擺脫貧弱，走向

富強的意識是共鳴的，甚至因為接觸到西方殖民

文化的影響，一種既愛又恨的複雜心理讓這種願

望還要更強烈一些。為了讓民眾更好地理解革命，

志士班在演劇過程中直接用粵語演講，現身說法。

這一做法影響了其他的粵劇戲班，甚至傳統粵劇行

會組織八和會館也掛出了“籍古代衣冠實行宣傳

黨義，娛今人耳目尤應力挽頹風”的對聯。第二

鄭應峰　澳門粵劇劇場空間文化演變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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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量創作、改編時事新劇。如早期志士班的《皇

帝征蚩尤》《六國朝宗》《文天祥殉國》，優天社、

優天影的《 虐牌報》《 賊現官身》《火燒大沙頭》

《盲公問米》《義刺馬申儀》等，都是和時事有關

或映射當時社會的。像《盲公問米》是反對迷信，

《義刺馬申儀》是針對清朝高官，《自梳女不落

家》是揭露社會黑暗，等等。志士班的劇場空間

和在場性緊密相關，這一特點體現出反傳統舞臺

的傾向。傳統舞臺和劇場性、程式化、表意性等

聯繫在一起，而志士班的宗旨則是要觀眾聯繫當

下，是要寫實，再現，讓人身臨其境。這樣的特

徵使改良粵劇和文明新戲的話劇有不少重疊之處。

也正是這樣的舞臺特徵，使得志士班在辛亥革命

之後走向了衰落，重要的客觀原因就是“在場性”

依據的喪失。

志士班之後，再次突破舞臺依據，尋求在場

性再現的澳門粵劇空間轉換階段就是在抗戰時期。

1937 年盧溝橋事變之後。當時澳門的《朝陽日報》

和《大眾報》聯合發起組織了“澳門學界音樂界體

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時人稱“澳門四界救災會”。

“在‘四界救災會’遊藝部中包含了一支以粵劇名

伶為代表的粵劇股。粵劇股主任為粵曲名家陳卓

瑩，副主任是粵劇紅伶任劍輝和張植華……當晚

先後有麗仙、惠蘭、寄塵、杜鵑兒、紅玲、彩雲

六位粵劇藝術家演唱了《搥烏龜》《琵琶紅淚》《無

定河邊骨》《關山胡馬渡黃魂》《血濺紅樓》等曲

目。演出中的許多唱段慷慨激昂，使得在場觀眾

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博得了陣陣掌聲。”[12] 此後

澳門粵劇界還進行了一系列的抗日愛國演劇活動。

這一特殊時期的澳門粵劇，已不似改良粵劇階段

的探索，如帶有大段獨白、演講，體系日臻完善，

經典劇碼日趨完整，甚至即將迎來澳門粵劇的巔

峰發展時期。然而在劇場空間的轉換中，依然帶

有突破舞臺，力圖再現在場性的特點。比如四界

救災會的戲劇界到茶樓演出，到臨近的香山縣演

出，無不是為了喚起共同的文化意識和歷史在場。

澳門抗戰粵劇和志士班改良粵劇雖先後相隔幾十

年，然而其劇場空間的在場性特點是一致的，其

對應的就是在地文化共同的歷史傳統和價值認知。 

3   劇場空間的劇場性

澳門粵劇劇場空間第三次轉換是在澳門戲院

興起時期，大致以清平戲院的啟用始，至二十世

紀五十年代永樂戲院的建成。澳門從十九世紀末

開始，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形成一個前後相繼

的中式戲院的修建過程。主要戲院的時間點如下，

清平戲院 1870 年開始修造，1875 年正式啟用，域

多利戲院 1911 年建成，國華戲院 1929 年建成，

南京戲院 1933 年開業，平安戲院 1935 年開業，

1940 年樂斯戲院開業，還有後來居上 1952 年建成

的永樂戲院。澳門中式戲院的陸續建成主要基於

兩個產業，一是粵劇，二是電影業。比如清平戲

院主要以演粵劇為主，域多利戲院主攻電影，兼

演粵劇，永樂戲院既演電影，又支持演劇。戲院

的出現，使澳門粵劇迎來發展的巔峰時期，形成

了和市民生活相適應的粵劇文化消費期。

首先戲院期帶來的最顯著後果就是澳門粵劇

的職業化發展。在戲院期到來之前，澳門粵劇主要

是以民間化、外來化的形式存在，有名的劇團班

社較少，更缺乏常駐澳門的劇團。逢有節日慶典、

祭祀禮儀、重大事件粵劇以不定期的形式演出，

談不上有真正的本土粵劇。在一系列劇院建成之

後，澳門逐漸出現了常駐的正規班社、劇團，各

劇院也以某某名班作為自己的招牌，以延攬觀眾。

進入戲院期之後，在澳門演出的劇團數不勝數，

像三十年代人壽年劇團、劍花豔影、勝壽年劇團、

興中華劇團等，四十年代覺先聲劇團、新日月星

劇團、平安劇團、新聲劇團等等。這些劇團大部

分是外來的，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些劇團常駐澳

門，喜歡臨時組班，以班牌為號召，吸引觀演，促

使了澳門本地粵劇職業化的形成。其中一個顯著

標誌就是 1943 年澳門新聲劇團的成立。新聲劇團

以任劍輝、歐陽儉、白雪仙、靚次伯等人為骨幹，

陣容固定，在澳門長期演出，成為澳門職業名班。

澳門粵劇的職業化，意味著劇場空間從志士班、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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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期的在場拉回到劇場，而這一選擇是由觀眾

決定的。同時，又和澳門粵劇普及時期的十九世

紀不同，那時的神功戲劇場是作為儀式化的一部

分，必須以搭棚的形式演出於神廟的旁邊。如果

將舞臺演出視作文本，那麼澳門戲院恰恰是要將

劇場空間和文本進行剝離，讓觀眾進入由文本所

建構的劇場世界。在現實當中，各劇院紛紛解數，

以標榜各自的先進設施為噱頭，來吸引觀演。如

1942 年 6 月 3 日，國華戲院在報紙上刊出“獨家

啟用電風扇”字樣廣告；又如 1942 年 11 月 14 日

再度啟業的海鏡戲院，在報紙上打廣告，放出“唯

一高尚娛樂場所”字樣。戲院作為劇場空間的提供

一方，營造舒適便捷的觀劇環境是為了塑造更好

的劇場觀演氛圍，也可以說是為了切斷觀眾在進

入觀演時與外界的聯繫，減少觀眾的注意力分散。

而這一結果也是市場化的選擇。比如 1942 年 9 月，

澳門為了試用新發電機，規定每晚 9 時至 12 時不

能啟用馬達，要求各戲院停放夜場，“但院商叫

苦連天，紛稱放映時間過早，導致觀眾銳減。”[13]

那時的戲院不能不考慮市民的觀演感受。而成立

於五十年代初的永樂戲院則是繼清平戲院之後最

重要的粵劇演出場所，1979 年在此演出廣東粵劇

《搜書院》，吸引了包括澳門總督在內一大批社

會名流前來觀演。永樂戲院是澳門粵劇戲院期的

發展里程碑，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

戲院期帶來的第二個後果就是澳門粵劇的革

新和發展。戲院文化的形成，讓澳門有了常駐劇

團的基礎，形成劇團爭勝的局面。其後果就是各

劇團推陳出新，在客觀上推動了粵劇藝術的發展。

首先是形成名角、班底競爭與合作局面。如覺先

聲劇團以薛覺先為台柱，義擎天由靚少鳳率領，

新聲劇團則有任劍輝、白雪仙、靚次伯，國壽年

台柱有白玉堂、廖俠懷、上海妹。各戲院則延請

名班，以招來觀眾。如平安戲院和任、白的新聲

劇團長期合作，而域多利戲院則打出大觀劇團的

招牌，兩大劇團在 1944 年形成爭勝局面。1945 年

新聲劇團和清平戲院的太上劇團形成對壘。這些

戲院、劇團在商業上形成競爭，同時也不乏同行

業的合作，如平安戲院邀約太上劇團合作改革粵

劇。另外劇人之間的另外組班，客串也是常有之

事。其次是促使澳門粵劇不斷推出新劇，創造了

一批經典作品。像與任劍輝關係密切的徐若呆，

為鏡花豔影創作了《雙鳳擁蛟龍》《漢奸之子》，

令鏡花豔影劇團震動澳門、香港。後來徐若呆又

為新聲劇團創作了《晨妻暮嫂》《紅樓夢》等粵

劇經典，讓新聲劇團名動一時。何非凡創作《情

僧偷到瀟湘館》，火爆異常。還有馮志芬、唐滌

生、廖俠懷等都為澳門粵劇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

的作品。新聲劇團還演出由話劇改編成粵劇的《雷

雨》。第三就是根據戲院設施，改善粵劇舞臺佈景

和設置。“像‘覺先聲’於國華演出時，曾邀請‘結

他聖手崔薇林客串玩電結他’。”[13] 甚至粵劇還

取用話劇舞臺佈景的長處，聘請澳門話劇人員為粵

劇佈景。“近來本澳的粵劇壇上，卷起了一種新

風尚，那就是話劇工作人，從事於粵班佈景之白

熱化，趙鍵黃濤開其端，而鮑洛夫又起而繼之……

擇人之長，補己之短，這有虛心合作的最好辦法，

從此話劇粵劇，打成一片，寧非觀眾之眼福不淺

嗎？”[14] 澳門戲院期和粵劇的發展與革新有重要

聯繫，其直接動力是來自於市民的文化消費選擇，

戲院這一劇場空間是澳門粵劇職業化的見證和符

號。然而澳門粵劇的戲院期結束於太平洋戰爭之

後，因為這時觀眾回流粵港和其他各地，電影業

復蘇，促使澳門粵劇職業化趨於消失。但是在澳

門粵劇職業化的戲院期，粵劇卻得到了有力的推

廣，最終使粵劇走向市民化和普及化。

4   日常經驗的劇場空間

澳門粵劇的第四次劇場空間轉換是在上世紀

五十年代初以來的當代，經歷了一個從戲院到社

區，從職業向業餘普及的社會轉換過程。太平洋

戰爭結束後，澳門粵劇趨於冷清，職業劇團紛紛

回流或解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電影業的重新興

起和戰時人口的回流。“香港事變後的時年，本

澳的粵班稀少到差不多沒有了，電影片也是殘舊

鄭應峰　澳門粵劇劇場空間文化演變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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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張雪峰領導下‘藝聯’延續了四十多天的

生命在澳門，一樣的能夠賣座，但不一定是‘藝

聯’劇團本身的成功，當時是無戲可看。”[15]“雖

然二戰期間沒有戲院倒閉，但放映拷貝不足、大

量粵劇公演，亦見經營的困難。跨過 1945 年，戲

院的鑼鼓聲逐漸緩慢下來，澳門的粵劇演出亦盛

況不再，除了清平戲院，其他戲院都恢復放映電

影。”[13] 粵劇和話劇一樣，職業化的過程伴隨著

戰爭這個客觀環境，但是粵劇的發展要比話劇更

繁榮一些。

澳門粵劇在戰後的劇場空間，顯著的轉換是

退出戲院劇場，向公園、廣場乃至私人庭院轉

移。這一轉移雖然意味著粵劇職業化的退場，

但是和職業化之前情況不同的是粵劇在澳門市民

中得到極大的推廣，粵劇真正成為澳門的民俗文

化。戰後澳門粵劇民俗化主要從兩大形式上展

開。

首先是粵劇的曲藝化發展。粵劇和粵曲本屬

於兩種不同的藝術類別，粵劇如其他劇種，強調

唱念做打，照顧各大行當。粵曲曲本以唱腔為主，

演唱者一人分飾多角，以代言敘述為主。兩者互

相借鑒，互相吸收，共同發展。但是在民間，這

兩者的區分並不是那麼嚴格，許多人把粵曲當成

粵劇的分化。戰後，原來的戲院為適應市場，以

演電影為主，粵劇失去了原有的劇場空間，然而

在市民中卻培養了許多愛好者。其顯著標誌就是

各種粵劇曲藝團體的成立和出現。“50 年代中期，

澳門興起清池、頤園等十多個音樂曲藝會（社），

1961 年，澳門濠鏡業餘音樂會成立，首任會長是

何賢，副會長是崔德祺、陳瓊。”[6]70 年代有澳門

祥樂樂團、青年曲藝團、海濤粵劇曲藝會等，80

年代有澳門音樂曲藝協會、黑沙環區協會粵樂組

等，90 年代的粵劇曲藝組更是如雨後春筍，2004

年 10 月澳門粵劇曲藝總會成立。像這些社團，粵

劇粵曲兼攻，多以曲藝為主，劇曲相融。也有主

攻粵劇的社團，像 1991 年成立的澳門勵進粵劇社，

1994 年成立的娛樂之友曲藝會，但是曲藝團體在

澳門占絕對多數。如果要嚴格區分曲劇，像粵曲

的“師娘”、女伶、茶座等傳統標誌已經逐步喪失，

劇和曲在戰後的澳門形成合流之勢，形成了澳門

粵劇的曲藝化。曲藝化使得粵劇不再拘束於舞臺，

也不必拘於做表，對劇場空間的要求大為減少，

極適合在市民中開展，有利於為粵劇文化的傳承

培養後備人才。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粵劇不僅深

入市民生活，而且成為民間對外交流的常見藝術

品類。粵劇的劇場空間可以說是收縮了，由唱念

做打變成以唱為主，主要在較戲院為小的空間開

展。在這種情況下，由戲院所形成的相對封閉、

空闊的劇場空間已經消失，由適合表意轉為以欣

賞節奏、韻律為主，劇場性要素逐步減少，故事

內容或不再完整，而音樂的比重得到強調，標誌

著市民審美趣味的偏轉。

承粵劇劇場空間的轉換而來，澳門粵劇在戰

後的當代逐漸形成一種公園演劇文化。有些曲藝

社有專門的室內訓練場所或操練地點，但並不普

遍，對於更廣泛的粵劇愛好者而言，公園則成為

他們社會生活的延伸，公園具有日常的便利。在

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看來，社會空間包含日常生

活經驗的重要性。公園這一場所，並不僅僅是粵

劇操演練習的地點，市民在此聚集，在此談論和

分享，粵劇作為精神文化和資本市民社會的公共

性聯繫在一起。由粵劇而形成的公園文化從而成

為澳門這一獨特城市的文化表徵。粵劇的公園文

化形成於戰後的當代。歷史較久的有盧廉若公園、

三角花園、祐漢公園、白鴿巢公園。像盧廉若公

園，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何賢先生助葡澳政府購

入的盧九花園，修葺後對公眾開放，重新命名而

成的公園。公園建成後，這裏成為粵劇、粵曲操

演的重要場所，唱曲演劇一般從上午九點到中午。

像三角花園、祐漢公園、白鴿巢公園也有不少票

友、戲迷，甚至引發了附近居民的一些雜訊投訴。

公園演劇文化對於粵劇發展而言，重要的影響在

於將粵劇從劇場性轉換為非劇場的自娛性，主要

體現為音樂關注，實際上是形成了新的審美方向。

經久不衰的神功戲可為一例。當下澳門的神功戲

已是粵劇文化最為重要的組成，但與前此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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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功戲有所不同。以前的神功戲主要是儀式化，

演劇劇場就是祭祀儀式的一部分，借由演劇而表

達對神明的感恩正是演劇所要達到的劇場性，人

的情感跟戲是高度融合的。然而公園演劇文化實

現了粵劇的通俗性轉換，公園這一天然“劇場”

恰恰是提醒了人與戲的距離感和審視化，由隨意

的自娛目的形成的觀演，不可避免導致粵劇傳統

審美標準的游離，更多時候是戲就人，而非人就

戲，體現出粵劇曲藝化的特色。今天的神功戲，

減少了過往的儀式化和神秘性，更多地成為一種

節日慶典，一種民俗的紀念方式。比如說現在的

哪吒廟神功戲，哪吒仔不再站立成人肩頭，散花

仙女也有成年女性參與，這都和以往不同，但是

卻強化了粵劇的市民性和現場感，這正是由劇場

空間轉換帶來相應民俗形成的一個例證。有了民

俗文化的鋪墊，澳門粵劇才具有了成為本地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堅實基礎。

澳門粵劇發展，從 19 世紀 30 年代，至當代

社會，經歷了近 200 年的時間，依然方興未艾。

以神功戲起，劇場空間以特定的“搭棚”內化為

祭祀和儀式的一部分，內中隱含著文化閾限地帶

存在的民族意識，粵劇在民間形成一種自由的發

展形勢。在辛亥革命和太平洋戰爭期間澳門粵劇

以其文化歸屬，由空間劇場向預設社會劇場轉換，

劇場空間帶有強烈的在場意識，形成志士班和抗

戰兩大戲劇在場。同時，在戰爭期間，因為電影

凋零的客觀環境，澳門粵劇迎來了職業發展的黃

金時期，戲院成為這一時期劇場空間的標誌，市

民的選擇使粵劇經歷了在場向劇場的轉向。隨著

戰爭的結束，澳門粵劇重歸平靜。但是，此前的

職業化卻大大促進了粵劇的業餘發展。澳門業餘

粵劇收縮了劇場性空間，造成人與劇的疏離與審

視，並逐步形成公園演劇文化。公園演劇文化是

澳門粵劇收縮劇場性，通向世俗化的重要轉變，

也是使澳門粵劇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社會

基礎。作為社會空間行為的延伸，公園演劇在市

民社會的公共領域中具有一定的分量。

從整體而言，澳門粵劇劇場空間的四次轉變，

分別對應的是清末民俗時期、國族意識時期、戰

爭環境時期、當代市民時期。體現了粵劇因應市

民需求而產生的藝術轉變進程。粵劇藝術具體而

微，有著適應時代的不同改變。對於當代粵劇而

言，如何適應市民突破固定劇場限制的大眾化要

求，以及在大眾娛樂文化浪潮中獲得更多年輕人

的認可和支持，是關係粵劇藝術未來生命力的重

要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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